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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及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采

用反射法测算我国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分析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

现: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的出口产品复杂度平均值高于未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

产品复杂度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对一般贸易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PSM

－DID)控制自选择效应和内生性问题之后,结果依然稳健.此外,本文尝试从企业管理效率差异的角度,解释

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出口产品复杂度的作用渠道,结果表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改进企业管理效率,进

而提升出口产品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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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出口增长尤为迅速.同时,出口贸易的关注重点也逐渐

从出口产品“数量”转向出口产品“质量”.出口对国家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不同产品出口对经济增

长的促进作用不同,出口复杂度更高的产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１][２].Hausmann等发现一

些产品在生产中所必需的“能力集”高于其他产品[３],这类产品的生产过程更加“复杂”,出口这类产品

的国家经济表现更好.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开始全面实施«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战略,要求以“质量”为先,加快

推进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当前,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面临贸易摩擦频发、外需不足

及全球经济不稳定等多重阻碍因素,提升出口产品复杂度、增添贸易发展新动能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塑造中国出口的高品质形象.
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得货物、服务、资本和技术沿着复杂的价值链结构跨境流动,一些国家依托自

身比较优势,能够积极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逐步实现本国产业升级以及全球生产分工地位提升.
中国凭借劳动力禀赋优势参与其中[４].近年来,关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研究发现,中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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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５],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能够不

断积累生产经验并扩大生产能力集;同时,中国努力构建国内价值链,使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互

动融合,推动国内优质资源不断向已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部门倾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出口产品

复杂度提升.刘维林等利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国２７个制造部门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中国制

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获得国外中间投入,提升企业对先进技术的模仿效率,推动出口产品复杂度

提升[４].李惠娟和蔡伟宏则基于非竞争性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测算出中国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

程度及出口产品复杂度,发现中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显著提升出口产品复杂度,并且低技术

密集度服务业对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更大[６].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企业往往以代工或贴牌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７],实际贸易利得低,不利

于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存在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张杰和郑文平认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本

土企业的创新活动会产生抑制作用,并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验证

了中国本土企业所遭受的全球价值链俘获效应假说[８],进而可能导致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持续提升

能力缺失.王思语和郑乐凯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WIOD数据测算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嵌

入程度和出口产品复杂度,发现对处于国际分工被动位置的国家来说,嵌入全球价值链并不利于出口

产品复杂度提升[９].综上所述,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与出口产品复杂度提升之间的关系有待进

一步考察.同时,现有研究主要落脚于国家或者行业层面,从企业层面考虑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出口产

品复杂度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此外,对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度量也大多停留在基于国家人均收入水平

进行加权平均的方法,无法精准刻画客观事实[４][６].
依据以上思路,本文结合企业异质性相关理论,从微观层面研究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否扩

大企业当前拥有的生产能力集,从而提升出口产品复杂度.微观企业作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体,其
异质性特征对认识嵌入全球价值链与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明确嵌入全球价值链与

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关系也有助于进一步有效指导未来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行为.对出口产品复杂

度的度量,本文借鉴 Hidalgo和 Hausmann的反射法进行测算,该方法通过构建普适性与多样性两个

指标,改进了以往基于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测度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方法,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客观事

实[１０].本文拟采用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比率度量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系统

考察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划分企业贸易方式和企业所有

制进行异质性分析.为更好地控制自选择效应和内生性问题,本文还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

(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外,本文尝试从管理效率的视角,解释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出口

产品复杂度的作用机制,有助于加深对二者关系的认识.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节为理论机制

分析,第三节为计量模型与指标构建,第四节为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节为机制分析和检验,最后为本

文结论.

二、理论机制分析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链状的生产网络上能够纵向分解出不同层次的生产

工序,对应不同的产品复杂度[１１].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通过不同渠道作用于出口产品复杂度,本节

将从理论机制层面分析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与出口产品复杂度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分工渠道

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得企业能够凭借其生产比较优势,嵌入价值链中某一特定位置,与其他企业共

同完成同一产品的生产制造.这种生产模式能够打破传统国家地域边界的概念,扩大企业的比较优

势范围,充分发挥企业已有的生产优势,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效率[９].更重要的是,参与全球价值链

分工的企业能够借助外包形式将企业的非优势生产环节转移至其他企业,企业由此可以将资金、人力

等生产要素专注于核心环节的生产制造,优化资源配置,扩大生产能力集,从而提升产品复杂度[１１].
但是,全球生产分工的细化也意味着企业容易因价值链上下游密切的经济联系而被“俘获”“固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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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位,导致企业丧失自主研发动力,难以突破生产技术障碍[７].
(二)成本渠道

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交易成本.一方面,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能够有效推

动企业所在国家的贸易便利化进程,加强国家之间生产网络的相互依赖程度.基于密切的价值链关

系网络,具有生产贸易联系的国家之间往往更容易签订区域贸易协定[１２],反过来又有利于降低双方

企业间的贸易成本,推动贸易往来.另一方面,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降低搜寻、监管及外包管理

成本,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用来支持企业研发创新,促进出口产品复杂度提升.但也有学者认为,以
生产过程碎片化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得产品的生产工序更加细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分工细

化成本,繁杂、低效率的生产分工容易减少企业的产品收益[１３].
(三)学习渠道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可以从上游发达国家进口技术含量高、生产工序复杂的中间品,由此获得

学习、模仿和借鉴的机会,降低自主研发成本,加快生产技术革新[１３].同样地,企业也可将自身不具

备比较优势的复杂生产环节外包至其他国家,优化生产决策,从出口中学习,提升出口产品复杂度.
全球价值链兴起为各国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平台,也带来了更加激烈的竞争.为了满足客户的

具体需求和更严苛的多样化标准,企业需要不断学习.但事实上,良好的竞争者也是企业学习、借鉴

的对象,企业在出口市场上的良性竞争和互动行为有利于提升出口产品复杂度.
(四)技术溢出或转移渠道

价值链上游企业为了保证产品生产质量及技术水平,会向下游生产企业转移相关的生产技术,或
者提供生产所需的零配件,保证生产顺利进行.下游企业通过上游企业的生产技术溢出或转移,能够

积累生产经验,突破生产技术升级障碍.但是,上游发达国家企业具有价值链的绝对控制权,为保障

自身利益,往往采取各种手段阻碍下游企业研发创新,例如隐性化生产技术、加速产品升级换代、缩短

技术淘汰周期等[８],以避免核心技术外溢,将下游企业持续地“锁定”在价值链低端.
上述分析对认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出口产品复杂度的作用渠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难

以通过实证分析验证,已有研究大多从企业研发创新活动或生产率改进方面进行考察,不能具体、有
针对性地指导企业采取相应的措施.此外,部分研究直接将产品复杂度的概念粗略等同于产品技术

含量,仅仅关注产品生产层面的技术特征,认为企业的生产技术改进就是产品复杂度的提高,这其实

限定了产品复杂度的含义.产品复杂度是诸多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单纯的技术度量指

标[１４].事实上,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的高低与生产该种产品的能力集密切相关.能力理论认为能力

是不可交易的生产性投入,具体来说,一是特定产品生产中所需的人力或实物资本、法律体系、制度质

量等;二是企业层面的技术或生产实践经验;三是企业管理、组织、统筹和应对涉及大量人员活动的能

力[３].相较其他两种能力,企业在短期内更容易实现第三种能力.而企业的管理效率可以集中体现

企业管理者的组织运营能力[１５],对衡量第三种能力有良好的适用性.高管理效率的企业可以依据企

业自身生产经营情况及外部环境特征优化资源配置,做出最佳生产决策.具体来说,管理效率相对较

高的企业更懂得如何利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契机,发挥人力资本优势,借助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渠道积

极协调上下游生产联系,努力降低企业的生产交易成本,同时不断促进企业从进口和出口中学习,利
用上游企业溢出或转移的生产技术,突破自身生产技术升级障碍,扩大企业生产能力集,从而提升出

口产品复杂度.因此,本文尝试从企业管理效率差异视角,验证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复杂

度的作用渠道.

三、研究设计与指标构建

(一)基准模型构建

为了考察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行为对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本文将被解释变量设定为企业出

口产品复杂度EPC,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fvar,基准模型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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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it＝c＋αfvarit＋∑βiCV＋γi＋μt＋εit (１)
式(１)中,i代表企业,t代表时间,EPCit代表企业的出口产品复杂度,fvarit表示企业嵌入全球价

值链程度,CV表示影响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其他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有:
企业年龄firmage,用当年与企业成立年份之差衡量;企业规模lnsize,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衡量;利
润率profit,用企业的利润总额除以销售收入衡量;企业工资lnwage,用企业本年应付工资总额的对

数衡量;资本产出比kg,用企业的工业总产值除以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衡量.此外γi、μt 和εit分

别代表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误差项.
(二)变量及测度

１．出口产品复杂度EPC.出口产品复杂度是出口该种产品所需能力集的函数[１６].本文采用 HiＧ
dalgo和 Hausmann提出的反射法测算出口产品复杂度.该方法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能力越多,出
口的产品种类越丰富;而需要较多能力才能出口的产品则仅有少数国家可以实现.同时满足这两个

条件,才能客观地衡量出口产品复杂度,近几年测算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文献大多采用了这种方

法[１６][１７][１８].反射法从全球贸易视角出发,将贸易数据视为连接国家集合和产品集合的网络结构① ,
通过构建普适性(ubiquity)和多样性(diversity)两个指标刻画产品复杂度,改进了以往基于国家人均

收入水平进行加权平均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最终可以得到两个指标:一是出口复杂度,表示一个国

家能够出口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产品的数量;二是产品复杂度,表示一种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产品

被出口的国家数量.
首先基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cp(下标c代表国家、p代表产品)判定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

是否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１７]② ,形成国家和产品的矩阵 Mcp.如果 RCAcp≥１,矩阵中对应的元素记

为１,否则记为０,通过加总行和列的值,可以得到普适性和多样性指标的值.公式如下:

diversity＝kc,０＝∑
p
Mcp (２)

ubiquity＝kp,０＝∑
c
Mcp (３)

根据公式(４)和(５),联合迭代计算在前一次迭代中计算得到的普适性和多样性两个指标的平均

值,使后续的迭代计算根据先前迭代过程中的信息不断改进复杂度的度量.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复
杂度逐渐收敛到其平均值.

kc,N＝
１

kc,０
∑
p
Mcpkp,N－１ (４)

kp,N＝
１

kp,０
∑
c
Mcpkc,N－１ (５)

式(４)和(５)中,N＞１表示迭代次数.当kp,N＝kp,N－２时,迭代终止,这表明已无法从前一次的迭

代中获取可以改进下一次迭代的信息.此处借鉴张龑和孙浦阳采用的方法,将迭代终止条件设定为

Kp,N－Kp,N－２ /Kp,N－２＝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５[１９].当 N为奇数时,可得 Kp,N为出口产品复杂度的集合;N
为偶数时,可得 Kc,N为国家经济复杂度的集合.为了便于比较,按照公式(６)对产品复杂度EPC进行

标准化处理.

EPCstd
p,N＝

kp,N－kmean
p,N

ksd
p,N

(６)

式(６)中,kmean
p,N 和ksd

p,N分别是全部产品出口复杂度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在得到产品层面的出口复

杂度后,借鉴 Maggioni等的方法,以企业特定产品的出口额占企业总出口额的比重为权重,加权平均

得到企业层面的出口产品复杂度[１８].具体公式如下:

EPCi,t＝
∑

pi

p＝１

xi,p,t

xi,t
EPCstd

p,N

Pi
(７)

式(７)中,Pi 表示企业i所出口的产品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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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fvar.借鉴吕越等的方法,结合企业异质性特征,以企业出口中的国

外增加值率表示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２０].综合考虑贸易代理商、企业进口中间品,以及由于企

业间接进口导致企业生产中使用的国内原材料包含国外要素等问题,本文最终调整后的企业嵌入全

球价值链程度的测算公式如下所示:

fvar＝
VF

X＝
{MP

A＋XO[MO
Am/(D＋XO)]}＋０．０５{MT－MP

A－[MO
Am/(D＋XO)]}

X
(８)

式(８)中,VF 表示国外增加值,X表示企业的出口额,XO 表示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额,MP 表示

加工贸易企业的中间进口额,MO 表示一般贸易企业的中间进口额,D表示一般贸易企业国内销售

额,MT 表示企业中间投入额.下标 A 表示调整后的实际值,下标 m 表示 BEC产品分类下的中间

品.关于企业间接进口导致生产中使用的国内原材料包含国外要素的问题,公式(８)假定企业的国内

中间投入中有５％的国外要素含量[２０].此外,对于计算过程中出现的国外增加值超过本国出口的情

况,本文将其fvar的值设为１.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对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 EPC的测度,本文使用联合

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全球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５０００多种产品的出口贸易数据.
根据 HS编码,可将测算得到的产品复杂度匹配到产品层面的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对企业

全球价值链嵌入指标fvar的测度,本文通过匹配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

进出口数据库后计算得到;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方法借鉴了 Upward的两步法,首先对企业名称进行匹配,然后

按照企业邮编及电话号码后７位进行匹配[２１].在此基础上,在匹配成功的企业中,将不符合通用

会计准则、变量异常或缺失的企业进行剔除,最终数据中共有企业７８７１９家、２１４４０３个观测值.
(四)测度结果分析

根据本文研究目标,将fvar取值大于０．０００１的企业视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将fvar取值范

围为０至０．０００１的企业视为未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表１列明了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间,嵌入和未嵌

入全球价值链两类企业的描述性统计.由表１可知,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的出口产品复杂度平均值

始终高于未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两类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平均值 T检验结果表明,除了２０００年

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外,其余年份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证实了两类企

　表１ 嵌入GVC与未嵌入GVC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测度结果及差异检验

年份 状态 样本量 EPC
均值

EPC
标准差

TＧtest
(p值)

KＧSＧtest
(p值)

２０００
未嵌入 GVC ３３５８ ０．０６２１ ０．００６６
嵌入 GVC １２７３６ ０．０７８７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
未嵌入 GVC ４８５８ ０．０７５３ ０．００６２
嵌入 GVC １４１８０ ０．１０４８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２
未嵌入 GVC ６４２６ ０．０５５９ ０．００４０
嵌入 GVC １５２３６ ０．０７９５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３
未嵌入 GVC １０９０７ ０．０６２１ ０．００３５
嵌入 GVC １９８４１ ０．１１２１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
未嵌入 GVC １４８２１ ０．０５８９ ０．００２４
嵌入 GVC ２３７６５ ０．０８５８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５
未嵌入 GVC １６０５３ ０．０５６５ ０．００２３
嵌入 GVC ２４１２５ ０．０８１７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
未嵌入 GVC ２０９９０ ０．０５１９ ０．００１８
嵌入 GVC ２７１０７ ０．０９５７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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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平均值的确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进一步运用 Kolmogorov－Smirnov检验验证

两类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的经验分布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检验结果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

二者同分布的假设.因此,在样本期间,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的出口产品复杂度平均值高于未嵌入全

球价值链的企业,二者的平均值存在显著差异且分布也不相同.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模型结果分析

表２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列(１)对模型(１)采用了聚类稳健标准误的混合回归估计,列(２)进一

步控制了企业特征变量,列(３)增加个体固定效应以控制个体差异所产生的遗漏变量问题.为了解决

随时间而变化的遗漏变量问题,列(４)进一步加入时间固定效应.列(１)~(４)中,参与全球价值链程

度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且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列(４)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参与全球价

值链程度每上升１个单位,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提高０．０６１５个单位.这表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

程度越深,越能够扩大企业的生产能力集,越有助于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提升.
　表２ 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fvar ０．０４５９∗∗∗ ０．０５７０∗∗∗ ０．０６３７∗∗∗ ０．０６１５∗∗∗

firmage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１５５
lnsize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１８３∗∗∗

lnwage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１８５∗∗

profit －０．００１４５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７９５∗∗∗

kg －０．００３６１∗∗∗ －０．００３１９∗ －０．００２５９∗

常数项 ０．０６５３∗∗∗ ０．１９４∗∗∗ ０．３０９∗∗∗ ０．２６０∗∗∗

企业固定效应 无 无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无 无 无 有

样本数 ２１４４０３ ２１４４０３ ２１４４０３ ２１４４０３

　　注:∗、∗∗、∗∗∗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二)异质性分析

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的贸易方式和所有制类型存在较大差异,这对企业的出口产品复杂度可能

会造成不同影响.因此,本文对研究样本进行划分,进一步确定贸易方式和所有制类型差异是否影响

本文的核心结论.

１．不同贸易方式企业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研究样本根据贸易方式划分为一般贸易企业、加工

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嵌入全球价

值链对出口产品复杂度有显著提升作用,与本文的核心结论一致,但混合贸易企业的回归结果不显

著.就系数大小来看,一般贸易企业的促进作用最大,加工贸易企业的促进作用最小.可能的原因

是,加工贸易企业受限于当前的生产能力集和技术水平,其更多以一种粗放型生产方式嵌入全球价值

链,通过价值链将国外核心技术和生产经验进一步转化为自身生产优势的能力较弱,吸收、消化能力

明显不足,面临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从而对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有限.相对来说,一般

贸易企业更能够把握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契机,可以更好地利用全球价值链中上下游的生产联系,不
断扩大企业的生产能力集,对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２．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异质性影响.本文进一步将研究样本根据所有制类型划分为外资企业、国
有企业、民营企业,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可以发现,不同所有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出口

产品复杂度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相对来说,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民营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的促进

作用最大,对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的促进作用较小.吕越等认为对处于价值链嵌入

初期或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企业来说,可以更快地借助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契机,改善自身效率,获得较

多的福利改善[２０].相对来说,民营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时间较短,在嵌入价值链的初期能享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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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福利改善,能够快速学习、积累更加复杂的生产能力,对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外资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时间较早,其本身出口的产品复杂度也较高,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嵌入

全球价值链对其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已进入“减速”阶段,提升作用相对较小.而国有企业虽

然能够取得关键生产要素的分配权并较容易地进入国外市场,但由于自主性和企业管理者激励约束

缺失,企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不能快速掌握复杂产品的生产能力集,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其出口产品

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较小.
　表３ 不同贸易方式企业的回归结果

(１)一般贸易 (２)加工贸易 (３)混合贸易

fvar ０．０８８６∗∗∗ ０．０２７７∗∗∗ ０．００３８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样本数 １３８７０５ ４８１５８ ２７５４０

　表４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回归结果

(１)外资企业 (２)国有企业 (３)民营企业

fvar ０．０４０５∗∗∗ ０．０５６２∗∗ ０．１５２０∗∗∗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样本数 １３５６８４ １３９７６ ６０５３６

　　(三)稳健性分析

１．PSM－DID模型设定.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得出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促进企业出口产品复杂

度提升的结论.但该结论可能是由于企业的自选择效应导致,即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本身就可以

出口复杂度相对较高的产品;也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即嵌入全球价值链和出口产品复杂度

提升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为了克服自选择效应和内生性问题,下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进行分析,将企业年龄、规模等特征作为匹配标准,将样本期间始终未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且与已

嵌入全球价值链最“接近”的企业设置为对照组,以刻画企业的“反事实”状态.具体来说,设定企业选

择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虚拟变量treated,如果企业在样本期内新嵌入价值链且持续嵌入,treated＝１;
在样本期内始终未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treated＝０.设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时间的虚拟变量

t,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之前,t＝０;企业嵌入价值链之后,t＝１.估计方程设定如下:

EPCit＝c＋α１treatedit＋α２tit＋α３treatedit∗tit＋∑βiCV＋εit (９)
式(９)中系数α３ 表示处理组企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后的出口产品复杂度变动程度,反映了企业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效应,本文采用DID方法估计式(９).
式(９)的准确估计依赖于能否找到精确匹配的对照组样本.第一步是确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

的概率,本文选取了企业固定资产lnK、企业规模lnsize、企业工资lnwage、企业利润率profit、企业管

理成本cost、企业营业利润lnop等６个协变量作为匹配变量,设立Logit概率模型,得到倾向得分值,
实现样本配对,Logit模型设定如下:

p(GVCit＝１)＝Φ(lnKit,lnsizeit,lnwageit,profitit,lnopit,costit) (１０)

２．PSM 结果分析.本文采取有放回的一对一最近邻匹配法.为了确定匹配后的处理组和对照

组在影响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决策的因素上不存在显著差异,需要对匹配结果进行数据平衡性检验.
表５表明,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后,所有变量的标准偏差绝对值均小于５％,标准偏差下降了９５％以上,
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影响企业是否嵌入全球价值链决策的因素上不再存在显著差异.由图１也可以观

察到,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在匹配前嵌入全球价值链概率的密度函数曲线差距比较大,而匹配后的两

条密度曲线几乎重叠,说明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在匹配变量上几乎不再存在明显差异,能够确定本文

选取的匹配变量和匹配方法有效,较好地完成了匹配.

３．DID估计结果与分析.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后,可以获得与处理组最“接近”的对照组企业,以刻

画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在选择不嵌入时的反事实状态.匹配后的对照组企业有１９０１２家,处理组企

业有２１０９４家,共计４０１０６家企业.对匹配后的样本数据按照式(１０)进行DID估计,估计结果如表６
所示.由表６列(１)的估计结果可知,treated×t的系数显著为正,证实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提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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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出口产品复杂度.列(２)显示在控制了企业特征变量和时间、行业固定效应后,交叉项的系数仍

然显著为正,说明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有促进作用.将匹配比例设置为１∶３匹配

后,列(３)和列(４)中交叉项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且系数数值未发生较大的改变,说明 DID的估计结

果并未受到不恰当的匹配观测值和样本容量大小的影响,本文的估计结果相对稳健.
　表５ 匹配前后嵌入与未嵌入GVC企业的匹配平衡性检验

变量 状态
均值

GVC Non－GVC
偏差(％) 偏差减少幅度(％)

T－test

t p值

lnK
匹配前 ９．２０７５ ８．２１９１ ６１．９
匹配后 ９．２０７０ ９．２１３６ －０．４

９９．３
１１１．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８５ ０．３９５

profit
匹配前 ０．０４９２ ０．０３９２ １４．１
匹配后 ０．０４９１ ０．０４９６ －０．６

９５．４
２５．０５ ０．０００
－１．１１ ０．２６６

lnsize
匹配前 １０．５６２ ９．６７０９ ６７．９
匹配后 １０．５６１ １０．５６２ －０．１

９９．８
１２０．６３ ０．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７９１

lnwage
匹配前 ８．０６２８ ７．３３２８ ６３．０
匹配后 ８．０６２５ ８．０６３６ －０．１

９９．８
１１３．３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１ ０．８３７

cost
匹配前 ７．７６００ ６．８１５５ ７３．６
匹配后 ７．７５９６ ７．７５６９ ０．２

９９．７
１３２．３２ ０．０００
０．４４ ０．６５６

lnop
匹配前 ７．３２２３ ６．５５７７ ４２．９
匹配后 ７．３２１８ ７．３１０３ ０．６

９８．５
７７．５０ ０．０００
１．３５ ０．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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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处理组与对照组匹配前后的PS值比较

　表６ 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

(１)匹配比例１∶１ (２)匹配比例１∶１ (３)匹配比例１∶３ (４)匹配比例１∶３

treated×t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３３２∗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３８０∗∗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无 有 无 有

行业固定效应 无 有 无 有

样本数 ６６４３６ ６６４３６ １１０２６０ １１０２６０

五、机制分析和检验

上文分析证实了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企业提升出口产品复杂度.根据定义,产品复杂度是生

产或出口该种产品所必需能力集的函数[１６],若企业能够扩大出口某种产品所必需的能力集,企业的

出口产品复杂度也会随之提升.对企业来说,组织、统筹、管理和应对涉及大量人员活动的能力在短

期内更容易被掌握和改进.而企业的管理效率能够充分体现企业管理者的组织及运营能力.管理效

率相对较高的企业能够更好地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情况以及外部环境变化,做出最优的生产或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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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１５].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为巩固与上下游企业的经济联系以及满足更严苛的出口市场要求,
会主动加强自身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促进管理效率提升.价值链上游企业通过价值链会溢出较为先

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下游企业通过“干中学”效应,也可以积累一定的管理经验,从而提升管理效率.
由此,本文推断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通过企业管理效率渠道作用于企业的出口产品复杂度.为

验证该作用渠道,本文将企业的管理效率 ME设定为中介变量,参考Baron和 Kenny的逐步检验法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２２],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EPCit＝α０＋α１fvarit＋α２CV＋μit (１１)

MEit＝β０＋β１fvarit＋β２CV＋μit (１２)

EPCit＝η０＋η１fvarit＋η２CV＋MEit＋μit (１３)
管理效率 ME的测度借鉴了孙浦阳等的方法[１５],从企业管理费用的视角,采用控制企业劳动力、

出口规模以及成本加成后的管理费用残差值来衡量,回归模型如式(１４)所示:

lnAEit＝α１lnLit＋α２lnexpit＋α３markupit＋γi＋μt＋εit (１４)

lnAEit、lnLit和lnexpit分别对应企业的管理费用、劳动力人数和出口额的对数值,成本加成 markＧ
upit采用企业收入除以企业收入和利润值之差进行度量.式(１４)在控制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后,得
到的管理费用残差值εit为企业管理效率.在此基础上,将管理效率值按照国民经济代码四分位行业

进行排序,管理效率排名前１０分位的企业被视为该行业中具有高管理效率的企业,将这类企业管理

效率的平均值作为管理效率的前沿值.最后,各个企业的管理效率值除以所在行业的管理效率前沿

值得到该企业的相对管理效率值 ME,该数值越大表示企业的管理效率越低.
　　表７ 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１)EPC (２)EPC (３)EPC

fvar ０．０５１９∗∗∗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５１８∗∗∗

ME －０．１２５０∗∗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样本数 １２７６２２ １２７６２２ １２７６２２

将计算得到的 ME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控制个

体和时间固定效应后,估计结果如表７所示.列(１)
中fvar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嵌入全球价

值链对出口产品复杂度起到促进作用.由于 ME
数值越大,管理效率越低,列(２)中fvar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负,表明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企业管理效

率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往往伴随着国际先进技术

和管理经验溢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能够借鉴、模仿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
同时,更为严苛的出口市场标准会倒逼企业管理者改进生产管理模式,促进管理效率提升以出口更加

符合客户要求的产品.表７中的列(３)报告了被解释变量EPC对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回归的结果.结

果显示,管理效率提升有助于企业的出口产品复杂度提高.加入中介变量 ME后,fvar的估计系数降

低,表明中介效应的存在,说明企业管理效率是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影响出口产品复杂度的作用

渠道.
为进一步证实企业管理效率 ME能够发挥中介作用,需要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本文采用偏

差校正Bootstrap法,重复抽样１０００次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８所示.由于表８中各９５％的置信

区间上下限都不包括０,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存在.由此可以证实,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出口产品复

杂度产生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实现.
　表８ 偏差校正Bootstrap法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效应 系数 偏差 自率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ME

间接效应 －０．２０６０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４５０

直接效应 ０．２７５０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４５８

－０．２９３４ －０．１０６７(P)

－０．３００２ －０．１２２８(BC)

０．１７３８ ０．３６４５(P)

０．１９４６ ０．３７０６(BC)

　　注:(P)是百分位置信区间,(BC)是偏差校正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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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反映了企业当前拥有的生产能力集,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及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借鉴 Hidalgo
和 Hausmann的反射法测算出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在此基础上,以企业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比率

表征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本文发现已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的出口产品复杂度平均值始终高于

未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二者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地,本文结合企业异质性,运用固定效应模型

探究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和出口产品复杂度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到如下结论:一是企业嵌入全球价值

链能够显著提升出口产品复杂度,且对一般贸易企业和民营企业作用更大,运用PSM－DID方法控

制自选择效应和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核心结论仍然稳健;二是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通过提高企

业的管理效率进而显著提升企业的出口产品复杂度.
据此,得到的政策启示为:政府应该采取相应政策扶持、鼓励企业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已嵌入全

球价值链的企业应当积极巩固当前拥有的生产优势,利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契机,不断积累、扩大复

杂产品的生产能力集.同时,企业也要依据现实状况,规避被“低端锁定”的风险.对加工贸易企业来

说,需要提升企业的学习及自主创新能力,不能一味地为完成生产任务而忽略对核心技术的吸收借

鉴;而一般贸易企业需要积极利用价值链上下游的生产联系,维持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复

杂度的持续提升能力.从不同所有制来看,民营企业当前应当全面了解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体系特点,
熟悉上下游经济联系,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的契机克服生产技术障碍;外资企业的当务之急是依托全

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培育企业出口产品新优势,扩大更复杂产品的生产能力集;对国有企业来说,有必

要尽快深化治理机制改革,借助全球价值链的技术溢出渠道,优化资源配置,改善企业生产效率,扩大

生产能力集.此外,对于嵌入价值链企业的经营者来说,应当充分认识管理效率的改进对出口产品复

杂度提升的重要推动作用,进一步提升高效管理意识,优化治理结构,积极协调组织人员关系;同时当

地政府也应当积极引导企业经营者有针对性地参加管理培训,促进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

复杂度的提升作用.

注释:

①在计算产品复杂度时,已有文献大多采用产品的出口数据.原因有二:其一,产品的出口数据相对生产数据更易获得;其二,产
品在出口市场上面临更加严苛的考验,更能反映产品特征.

②RCAcp＝
xcp/∑xcp

∑cxcp/∑p∑cxcp
,xcp表示c国家p产品的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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